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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对明初外交的贡献

连德兰，陈昌云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淮安２２３３００）

　　摘　要：明初不断完善外交体系，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外交成就举世瞩目。除却朱元璋的亲力亲为外，开国

文臣之首宋濂也在明初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值得关注。作为台阁重臣和儒学大师，他担任帝王政治顾问，积极参

与外交决策，代拟外交诏令，分管外事工作；身为著名作家和文化大使，他在国内外文坛和宗教界声名显赫，与各国

外交使臣、宗教人士、文化名人交往密切，享誉海外。凭借政坛威望和道德文章，宋濂在奠定明初外交准则、构建外

交体系、优化外交方式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有力推动了明初政治外交和文化交流事业发展。

关键词：宋濂；明初政治外交；文化交流；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３８５１（２０２０）１０－０５２５－０６

Ｓｏｎｇ　Ｌｉａｎ′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ＬＩＡＮ　Ｄｅｌａｎ，ＣＨＥＮ　Ｃｈａｎｇｙｕ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ｕａｉｙ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ａｉ′ａｎ　２２３３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ｂｙ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Ｚｈｕ　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ｓ（Ｅｍｐｅｒｏｒ　Ｔａｉｚｕ　ｏｆ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ｅｆｆｏｒｔｓ，ｉｔ′ｓ　ｗｏｒｔｈ　ｎｏ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Ｓｏｎｇ　Ｌｉａｎ　ａｌｓｏ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ｍａｓｔｅｒ，ｈｅ　ａｌｓｏ　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ａｎ　ａｄｖｉｓ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ｔｏｏｋ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ｄｒａｆｔｅ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ｅｄｉｃｔｓ，ａｎｄ　ｔｏｏｋ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ｓ　ａ　ｆａｍｏｕｓ　ｗｒｉ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ｈｅ　ｗａｓ　ｗｅｌｌ　ｋｎｏｗｎ　ｂｏｔｈ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ｎｔａ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ｆｉｇｕｒ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ｅｌｅｂ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ｅｎｊｏｙｅｄ　ａ　ｈｉｇｈ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ｔｉｇ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Ｓｏｎｇ　Ｌｉａｎ　ｍａｄ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ｏｎｇ　Ｌｉ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鉴于元朝疯狂对外武力扩张之失，朱元璋在构
建明初新型对外关系时，推崇儒家治国安邦的政治
理想，将保境安民、和平共处作为明初外交的基本准
则，从而为大明王朝营造良好的外部关系。学界现

有相关研究多将明初外交成就归功于朱元璋的宏观

决策和各国使臣的勇于实践，万明的《明代外交观念
的演进———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１］

主要分析朱元璋制定明初“不征”外交原则的历史原



因；山东大学来涛的硕士论文《明初对外政策研
究》［２］全面论述朱元璋制定的一系列外交指导原则、
具体制度和实施方案。两文都充分肯定朱元璋对明
初外交的决定性影响，但对“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的
外交贡献关注不够。除了谢其祥在《论宋濂对朱元
璋父子的教育与辅导》［３］一文谈及宋濂经常给朱元
璋讲解儒家经典要义，用儒家经邦治国之道影响朱
元璋的政治思想和治国决策之外，目前尚无专文讨
论宋濂的外交成就。事实上，宋濂对明初外交事业
贡献很大，作为台阁重臣，他主修礼乐制度，充任帝
王儒学顾问，参与外交决策，代拟外交诏令，分管外
事工作；身为文化大使，他与各国外交使臣、文化名
人、宗教人士交往密切，其政坛威望和道德文章不仅
赢得明初君臣普遍赞赏，而且传誉日本、安南、高丽
等汉文化圈国家［４］。本文将从协助外交准则确立、
参与政治外交与文化外交作为、历史影响与作用等
方面分析宋濂对明初外交的贡献。

一、深刻影响明初外交准则确立

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以恢复华夏“正统”为己
任，在内政外交上积极推行儒家治国方略，最终确立
“以和为贵，怀柔远人”的和平外交指导思想，并将其
写入《皇明祖训》，成为明代的外交基本准则。宋濂
对此外交原则的确立影响巨大，他是明初儒学的代
表人物，十分推崇儒家的仁政治国策略，他在主修
《元史》时感慨：“自古国家上有宽厚之君，然后为政
者得以尽其爱民之术，而良吏兴焉”［５］７７３８，认为君王
当宽厚仁爱，为政多施爱民之术，形成明君良吏的清
明政治。宋濂还认为“圣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
正，则众事无不正，犹将百万之卒在于一帅。帅正，
则靡不从令。不正，则奔溃角逐，无所不至矣，尚何
望其能却敌哉？大哉心乎！正则治，邪则乱，不可不
慎也”［６］１８７８，非常看重伦理教化、政令民心在国家治
理体系中的基础作用。
宋濂不仅信奉儒家治国理念，还经常利用“恒侍

左右，备顾问”［７］３７８４的翰林学士身份不断向朱元璋
进讲儒家的仁政思想、华夷观念和民族怀柔政策。
《明史》曰：“濂则从容辅导。于开国之初，敷陈王道，
忠诚恪慎，卓哉佐命臣也。”［７］３７９２意指宋濂用儒家的
治国理念影响朱元璋外交思想。元至正二十二年八
月，“濂进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
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已，论赏赉，复曰：
‘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牣，将焉
用之。’太祖悉称善。”［７］３７８５元至正二十五年，“上问：

‘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请读真德秀《大学衍义》。
上览而悦之，令左右大书，揭之两庑之壁，时睇观
之。”［６］２５９１明洪武三年，“上御东阁，翰林学士宋濂、
待制王祎等进讲《大学》传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
等反覆言之，上曰：‘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
德厚则人怀，人安则国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
归之如就父母，人心既归，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
若德不足以怀，众虽有财，亦何用哉？’”［８］９６１可见宋
濂宣扬的儒家仁政思想对朱元璋的治国理政方略产

生深刻影响。
宋濂非常受朱元璋赏识，这使得他在明初外交

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受其思想
影响，大明开国之初，朱元璋就改变元代以武力攻伐
为主的对外政策，明确和平共处、保境安民的外交治
国方略。洪武五年三月，“上谓中书省臣曰：‘西洋琐
里，世称远番，涉海而来，难计年月。其朝贡无论疏
数，厚往而薄来可也。’”［８］１３１４鲜明体现儒家的平等
友好外交思想。洪武四年九月，朱元璋明确提出明
初外交基本准则：“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
不可不讨；不为患中国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者有
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
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
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
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
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
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
耳。”［８］１２７７朱元璋所列举隋征琉球之事与宋濂业师
吴莱在《论倭》文中反对元廷对东夷用兵所言：“然取
其地不能以益国，掠其人不可以强兵，徒以中国之大
而使见侮于小夷，则四方何所观仰哉，……隋尝浮海
伐留仇矣，拔其城数十而国不加益”［９］内容基本相
同。宋濂曾手编老师文集，一生谨记吴莱教导，完全
可能将此意见上报给朱元璋，影响其东亚外交思想
形成。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又将和平友好外交准
则写入《皇明祖训》之中，并列出１５个亚洲邻国为大
明的“不征之国”，规定子孙后代不得无故侵犯。至
此，朱元璋构建的以大明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政治理
想完全成熟，明代以和平稳定为主的外交准则已经
定型。

二、在明初政治外交中积极作为

宋濂是明初台阁重臣，深得帝王器重，明朝开国
礼乐典章制度多由其主持修订，他还充任帝王儒学
顾问，代拟诏令文书，分管礼部外事工作，在构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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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政治外交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宋濂利用担任翰林学士、礼部主事、翰林承

旨等职务之便，积极宣传、认真执行明初外交政策。
他经常参与朝廷外交决策，多次受命代拟、润色外交
诏令，代圣意立言，得以广泛宣传明初怀柔抚恤的外
交方针。现存诏令中已确认宋濂代作身份的有《谕
中原檄》《代祀高丽国山川记》《奉制谕安南国诏》《皇
太子与高丽王书》等文，这些诏令大力宣扬大明王朝
对海外邦国的宽厚仁爱之心。如《谕中原檄》云：“如
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
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６］７０，充分
彰显洪武朝奉行的不歧视外族、各民族平等共处等
外交基本原则。
二是宋濂直接负责外交工作，亲自管理外交事

务。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和平外交政策，洪武四年十
一月，朱元璋调任宋濂担任礼部主事，让其直接分管
洪武朝外交外事工作，其中原因除恩宠信任之外，更
多出于他们外交策略具有共识。宋濂就职礼部期
间，经常与朱元璋商讨外交策略，制定具体的外交礼
仪准则，出席接见外交使臣活动，推荐外交使臣人
选，为构建明初外交体系做出重要贡献。《明史》云：
“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
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
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７］３７８７－３７８８宋
濂担任礼部主事时间不足两年，却事事用心尽力，受
到君王的赞赏和各国使臣的尊敬。期间恰逢真腊
国、暹罗国、爪哇国、三佛齐国、吕宋国和浡泥国相继
来明朝贡，他都直接负责接待使臣，主持外交谈判，
做了大量具体外交事务。他还推荐好友担任使臣：
“癸丑，遣翰林待制王祎偕苏成贲诏谕云南”［８］１３１４，
积极为外交工作献策献计。虽然不属于国家外交层
面的交涉，但也不能仅仅视为一般文人的个人酬唱。
可以说，无论是赵秩还是妙葩，限于当时的处境，都
有意通过个人诗文唱和的方式，探寻建立明、日之间
国家层面交往关系的途径。
三是宋濂与外交使臣、来华僧侣密切交往，既建

立良好的外交人际关系，又宣扬天子“威德”和大国
气象，有利于外交工作的开展。宋濂在明初声誉较
高，方孝孺称他“而近则朝廷，远则穷山陋邑，妇人稚
子皆知公为盛德君子”［１０］。朝廷使臣乐于与之交
往，宋濂与洪武朝礼部尚书陶凯、牛谅共事多年，经
常诗文唱和，私交甚好，便于他为外交事务献计献
策。宋濂也与出使安南的张以宁互称文学知己，张
出使途中为他作《潜溪后集序》，而宋濂更是夸赞他

不畏外夷、誓死维护大明礼仪的外交气节。宋濂还
为出使越南的王廉和林弼分作《南征录序》和《使南
稿序》，赞扬他们不辱使命的外交经历。考功监丞华
克勤成功出使日本，宋濂作《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
亲序》。出使过浡泥国的福建行省都事沈秩拜访宋
濂，宋濂根据其经历撰写《浡泥入贡记》。这些作品
后来成为了解洪武朝外交状况的珍贵史料。
宋濂也与国外使臣交往颇多，成为文友。因宋

濂文名远扬，外国使臣以求得宋濂文字为荣。《明
史》云：“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
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
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７］３７８８可见宋濂受国外人
士尊敬和欢迎的程度，连朱元璋都感叹“方今四夷皆
知卿者”［６］２３５０。在朝廷准许情况下，宋濂都热情为
外国使臣作序赠文。安南使臣杜舜卿来访，他作《送
安南使臣杜舜卿序》［６］４４２；朝鲜使臣张子温回国，他
作《赠髙丽张尚书还国序》［６］４４１；日本使臣绝海中津
受老师义堂周信托付，通过明使华克勤向宋濂求作
《日本梦窗正觉心宗普济国师碑铭》［６］１１１７；宋濂还为
汝霖良佐作《跋日本僧汝霖文稿后》；为廷用文珪作
《日本瑞龙山重建转法轮藏禅寺记》［６］１６８；为简中原
要作《赠简中要师游江西偈并序》［６］５８６等文。外国使
臣得其只言片纸视若珍宝，传阅海外。
宋濂也多结海外僧侣为方外之交。来华僧人多

担负外交使命，也喜欢交流佛学，学习大明先进文
化，宋濂与僧人使臣交往，既严守“人臣无外交”的原
则，又与他们谈禅论道。来华僧侣多仰慕宋濂的儒
佛道造诣精深，纷纷向他求教。洪武六年，早在元末
就来华的日僧范堂令仪担任南京蒋山寺“掌藏史”，
名扬佛教界。宋濂与之长期交往，引为方外知己，曾
应邀为他作《赠令仪藏主序》，还为其师作《日本建长
禅寺古先原禅师道行碑》。日本使臣也多次通过范
堂令仪向宋濂求文，如廷用文珪通过他请宋濂作《日
本瑞龙山重建转法轮藏禅寺记》，简中原要委托他向
宋濂求作《赠简中要师游江西偈序》。日僧秀涯全俊
居大明期间，宋濂也与之诗文唱和，诗曰：“自从离却
日东国，随影江南湿翠间。满地落花春似海，不知犹
忆五龙山。”秀涯全俊也和诗云：“一回错买离乡舶，
抹过鲸波万里间。震旦扶桑无异土，参方饱看浙中
山。”［１１］２４４宋濂有《赋日东曲》十首，据说就是为送别
日僧绝海中津回国而作。
四是宋濂为明朝树立廉洁奉公的外交官员形

象。宋濂不仅自身品德高尚，而且严守外交纪律，
“洪武中，日本、安南俱上章以金币乞宋景濂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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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１２］３７７，但宋濂认为“人臣无外交，非奉敕旨，不敢
遽从所请”［６］１１１７，所作多经帝王恩准。焦竑《玉堂
丛语》载：“日本使奉敕请文，以百金为献，先生却不
受。上以问先生，先生对曰：‘天朝侍从之臣而受小
夷金，非所以崇国体也。’”［１３］１６３日本文人由此对宋
濂人品敬佩不已。朝鲜著名文人任宪晦也云：“宋濂
大书于门口曰：‘宁可忍饿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又
铭于楹曰：‘积高山之善，尚未为君子，贪丝毫之利，
便陷于小人。’余贫者也，恐或趋得，书宋公二言以自
励。”［１４］１９８金钟正、金相日等人也纷纷引用宋濂的自
律名言以自勉。
通过与外交使臣和来华僧侣的亲切交往和诗文

唱和，宋濂及时了解明初亚洲诸国的政治形势和文
化思潮，并积极向外交使臣宣传大明王朝的外交政
策，展现热情友爱、平等互谅的外交风范，为制定合
法得体的外交礼仪规则积累经验，促进明初外交制
度的合理化和规范化。此外，通过文学交流活动，来
华人士耳闻目睹宋濂的文才学识和高尚人格，他们
回国后广泛宣传宋濂的道德文章，进一步扩大宋濂
的域外知名度。

三、推动明初外交文化繁荣

汉唐以来，日本、高丽、安南等国一直学习中土
先进政治制度，各国民间的儒道佛文化交流也十分
频繁。宋濂虽然没有出使国外，但在与各国使臣和
民间来华文人的交往中，积极传播明朝先进的政治
管理制度和传统的儒道佛思想，有力促进明初的文
化外交事业发展。
明初，高丽、日本、安南等国经常派人到明朝学

习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因“一代礼乐制作，
濂所裁定者居多”［７］３７８８，宋濂主修过《洪武礼制》《大
明集礼》《皇明宝训》《昭鉴录》《孝慈录》和《大明律》
等典籍制度，其中汇聚了前朝历代礼法文化的智慧
结晶，代表当时中土最先进的管理制度，具有重要的
政治参考价值。明初朝廷多次将它们赐予各国，尤
其以高丽、日本、安南三国为多，三国在研习这些典
籍之时，多次派人到明朝参观学习，使者更乐于向大
儒宋濂求教。通过这些优秀典章制度的外传和亲自
为使臣答疑解惑，宋濂的治国思想对其他国家的政
治管理制度产生深远影响。
宋濂在传播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方面也做出重要

贡献。宋濂是儒学大家，其儒学思想影响域外。日
本著名五山禅僧义堂周信云：“且问江南近年儒佛二
氏人物。则禅林诸老往往西归，今性温恕中一人，儒

则宋景濂而已。”［１５］１０６宋濂将《大学衍义》视为“帝王
之学”要籍，屡次上殿进讲，君臣多次研讨。在其影
响下，高丽使臣也将之带回国，李朝太祖李成桂更是
效仿明太祖，召刘敬讲解《大学衍义》。宋濂所著《周
礼集注》传到朝鲜，李成桂曾下令刊印《周礼集注》和
《大学衍义》，发行全国诸道。宋濂的儒学思想在明
初诸国影响广泛。
元末明初，江南地区佛教兴盛，宋濂受家乡习佛

理禅风气影响，喜欢参佛谈禅。他佛学造诣高深，精
通内典。入朝后又多次参加朱元璋在蒋山举行的全
国法会，经常与佛门高僧谈佛论道，在佛教界德高望
重。来华僧侣多向宋濂讨教，其中日本僧人最多，范
堂令仪、绝海中津、汝霖良佐、简中原要等日本高僧
都与宋濂交往，他们从宋濂那里领略中土佛学的精
深和禅宗的高妙，回国后积极传播。宋濂为推动中
日的佛教交流做出重要贡献。
宋濂还当过道士，别号玄真子，道学深厚。他与

明代道教天师张正常、张宇初交往颇多，在道教界广
有声誉，对朝鲜、安南道教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朝鲜的高丽王朝和李氏王朝道教兴盛，他们与
明朝的道教界交流颇多。洪武三年，朱元璋派南京
朝天宫道士师昊赴高丽祭祀山川，师昊请深谙道教
的宋濂作《代祀高丽国山川记》，一时宋濂文传高丽，
名声大嗓，促进明初东亚地区的道教交流。
宋濂的文史著作也广泛传播于海外，影响他国

的文化发展。刘基云：“海内求文者项背相望，碑版
之镌，照耀乎四方。高丽、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贡京
师，皆问安否，且以重价购其《潜溪集》以归，至有重
刻以为楷式者。”［１６］尤其主修的《元史》引起多国反
响。高丽君臣经常群读《元史》，参悟其中的治国之
道，诗人金时习著《读元史诗》。朝鲜官修《高丽史》
时“准《元史》而作诸志”［１７］５１３，越南《大越史记全
书》、日本《大日本史》的编写也受到《元史》影响。宋
濂主修的《洪武正韵》多次作为官方对外赐书，成为
朝鲜、安南、日本最重要的汉语书籍，也是三国必备
的汉语教材和科举用书，如朝鲜的《东国正韵》《训民
正音》《四声通考》等书的编撰均参考过《洪武正韵》。
景泰年间，出使朝鲜的文臣倪谦曾受邀为朝鲜君臣
讲解《洪武正韵》十多天，随后朝鲜成功完善本国的
音韵拼音方案［１８］３２２－３２６。宋濂的诗文更受到国外文
人的追捧。《明史》云“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
文集”［７］３７８８，日本五山禅僧天隐龙泽也称“大明诗
人，余平生所阅者宋濂文粹”［１９］８２４。他应邀为日本
僧人所作的《日本梦窗正觉心宗普济国师碑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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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瑞龙山重建转法轮藏禅寺记》《日本建长禅寺古先
原禅师道行碑》等文，在日本禅林广为流传，影响深
远。宋濂的一些诗文也被编入别国的诗文总集。朝
鲜正祖李祘编中土诗歌总集《诗观》，内收宋濂诗歌
一百三十三首，将之列为“明诗十三家”之一［２０］１５２；
朝鲜文人黄景源在《江汉集》中也收录宋濂《谕中原
檄》一文，并誉之为“开国第一诏”［２１］４６９－４７０。长期以
来，宋濂的元末诗集《萝山集》在国内失传，２０１１年
却被发现完整保存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可见日本
民众对宋濂诗文的喜爱与重视。日僧惟高妙安《玉
尘抄》载：“宋景濂《赋日东曲》十首诗，载《梦（萝之
误）山集》，十首之末作富士。”［２２］明初安南经历过一
场文化浩劫，明成祖派兵征安南期间曾下令：“除释
道经板经文不毁外，一切书板文字以至礼俗童蒙所
习，如上大人丘乙已之类，片纸只字，悉皆毁之。”［２３］

宋濂在永乐年间政治上并未平反，原先传到越南的
文学作品和越南翻刻作品大多毁于此次战火，故其
文在越南影响不长。

四、推动明初外交事业发展的历史意义

宋濂通过自身的海内外文化影响力和辛勤外交

外事工作，在谋划明初外交准则、构建外交体系、完
善外交方式、处理外交事务、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等方
面做出重要贡献，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为大明开国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明

初国力衰微，百废待兴。面对蒙元残敌侵扰和高丽、
安南、日本、占城等国威胁，宋濂利用台阁儒臣身份，
屡次谏言朱元璋将儒家的“怀柔远人”、保境安民思
想作为外交原则，并带头著文宣扬明初外交政策，热
情做好外交外事工作，成为洪武朝和平外交形象的
代言人。《明史》云：“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
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
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７］３７８８国内外
使臣通过与他交往，更好地了解明初外交原则，领略
大国气度，纷纷愿意与明朝交往。宋濂在世期间，海
外各国纷纷来朝进贡，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十三
年之前来明朝贡的国家有：朝鲜、日本、琉球、安南、
真腊、暹罗、占城、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渤泥、西
洋琐泥、琐泥、览邦、淡巴、吕宋等１７国，其中真腊、
暹罗、占城、爪哇、三佛齐、吕宋和浡泥等国在宋濂担
任礼部主事期间就相继来明朝贡。宋濂的外交外事
工作和道德文章美誉为构建明初朝贡体系立下汗马

　　

功劳，也使明初和平稳定的外交思想影响深远。朱
元璋晚年在《皇明祖训》明确列出大明周边１５个“不
征之国”名单，并告诫子孙世代遵守祖训，“和平稳
定”思想遂成为终明之世的外交准则。
二是完善明初外交方式。元代外交以武力攻伐

为主，民族和国家之间关系紧张，宋濂除力主儒家
“怀柔远人”的外交原则外，借助自己在文学、宗教、
政治上的影响力为完善明初外交方式提供重要支

持。“诗赋外交”是明初外交的主流方式，当时的中
朝外交就是典例，它承续发展春秋时期的“赋诗言
志”传统，主要通过与各国使臣的诗文交往，达到增
强情感的效果，宋濂与多位外国使臣的文学交往便
是“诗赋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外交”是明初
外交的重要辅助方式，宋濂与海外僧侣的交往则是
“宗教外交”方式的最好体现。基于文化信仰的共同
认同，朱元璋认为中日间的“宗教外交”效果较好：
“且论其国敬浮屠，宜以善道行化”［６］９４７。他多次恩
准宋濂为日僧题铭作序，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确实收
效显著。“政治外交”是明初外交的非主流方式，明
初对安南的外交多属“政治外交”。因安南国王狡诈
欺瞒，宋濂建议对安南恩威并施、严防细查，最终和
平解决安南问题。
三是促进明初各国文治水平的提高。宋濂一生

致力于明初文治事业，于洪武礼制功勋卓著，其成果
也被域外多国成功借鉴。洪武三年，朱元璋遣使颁
科考诏于安南、高丽、占城，而明初科举制度多经宋
濂完善。他修订的《大明律》和《洪武礼制》也被东亚
各国广泛借鉴。１３６９年，高丽王朝遣使入明求教明
朝祭服制度，朱元璋令工部赐之；１４１６年，朝鲜太宗
依据《洪武礼制》详定朝鲜朝服之制；１４４４年，朝鲜
世宗朝在《洪武正韵》基础上研制出新型的“训民正
音”拼音方案。宋濂与海外文人的文学交流和其文
集的流传也促进域外各国文学的发展。他称赞朝鲜
外交官张子温云：“今子温之来也，应对精明，进退有
度，而文采粲然可观，似无愧于前二子者。”［６］４６０在朝
鲜国内引起较大反响，其作品由此成为朝鲜文人研
习的范本。义堂周信、绝海中津是日本五山禅僧的
杰出代表，两人都奉请宋濂作文，另一日本五山禅僧
天隐龙泽也云：“大明诗人，余平生所阅者宋濂文
粹。”［１９］８２４宋濂与五山禅僧的宗教和文学交流，不仅
促进日本禅宗水平的提高，而且推动代表日本汉文
学最高水平的五山文学时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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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综上所述，作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不仅
闻名国内，而且传誉海外，尤其在明初日本、安南、高
丽等汉文化圈名声远扬。他凭借自身的政治地位、
工作便利和道德文章，为谋划明初外交准则，构建完
备外交体系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其倡导与践行的“诗
赋外交”、“宗教外交”方式有力推动明初各国的文化
交流，促进各国政治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思想文化的
繁荣，历史功勋卓著。正如方孝孺云：“公修身于户
庭之间，而姓字播于千万里之外，蛮夷异类皆知尊慕
之，使中国之美传于无极，其功盖大矣。”［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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